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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游故事世代累积，吸纳了多种文化资源和民间传统的影响。在孙悟空形象发展演变过
程中，元代是重要的转折期。 元代前只见一心护佑唐僧的猴行者形象，而元末杨景贤的《西游记杂
剧》则塑造出一个诙谐滑稽、个性鲜明的孙悟空形象，构成形象的质的飞跃。 本文认为，宋元丰富多
彩的节日活动作为特殊重要的文化影响场域，为孙悟空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其性格表现
与民间节日文化感受世界的方式非常类似，特别是“丑”在节日文化中体现出的诙谐性、逾矩性以及
宗教感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孙悟空的性格，使之从一个平面的护法者形象成长为具有丰富性格特
点和艺术气质的独特个体，在蓬勃的元代杂剧表演中脱颖而出，不仅为后来的小说形象奠定了基本
轮廓，也间接地影响了整个取经故事的氛围和思想意趣，深刻影响了后世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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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stically different and was characterized as a humorous, distinct Monkey K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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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孙悟空形象，学界已有很多探讨。 无论外来的“哈努曼”说还是本土的“无支邪”说，亦或是
“混同说”“佛典说”“石槃陀说”，大都从探源的角度追索神猴形象的原型流变，试图阐释悟空之所以
为“猴”的起源问题。 但形象来源与性格内涵、文化气质来源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孙悟空之所
以能成为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性格魅力的经典人物，其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文化影响（特别是民间文
化）同样是根本性的。 在孙悟空形象发展演变过程中，元代是重要的转折期。 元之前未见较《大唐
三藏取经诗话》更成熟的取经故事，元末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则塑造出一个丰满、成熟的孙悟空
形象，而且与之前的精神气质截然不同。 较之《诗话》或其他取经故事中一心护佑唐僧的猴行者形
象，元杂剧中的孙悟空更泼辣鲜活，也更具个性，不仅取代了唐僧成为了取经故事的主人公，而且推
动作品风格由庄重转向戏谑、诙谐。 可以说，孙悟空形象在元代发生了质的飞跃，为小说中孙悟空
诙谐滑稽、敢于挑战权威的性格奠定了基本轮廓。 那么在宋元这个历史阶段，是什么推动了孙悟空
形象发生转变，是什么使得形象中的诙谐意味大大增强，又是什么促使原先不见的反权威意识陡然
发生呢?本文认为，宋元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文化为悟空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元杂剧所
呈现的悟空形象，如诙谐逗趣、逾矩反抗以及勇敢驱魔的性格特点，与宋元时期节日文化精神和节
日形象存在共通之处。 可以说，诙谐、滑稽的孙悟空正是在宋元节日文化的滋养下横空出世的。
一、 诙谐性：节日氛围的风格特征
“岁时节仪”在古代既是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一，也具有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的重要功能。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行之有效地将人们的生活规范在制度的框架内，礼法制度下的百姓过的是拘束、
呆板、单调、不自由的生活。 节日是季节转换关节点上，旧秩序将去而未去，新秩序将临而未临的特
殊时间和空间，被压抑的老百姓就乘这个特殊的空间和时间放纵一下身心。 季节过渡之际，人们往
往放松休整一下，为下一阶段的劳作做准备，于是借节日活动纵情娱乐，表现出与日常生活不同的
生活状态。 孔夫子《礼记·礼运篇》中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便是深谙节日文化对人们内在
生活节律的调节作用。 “岁时节仪”（Calendrical Rites）因此而具有告别和迎接的新意义，体现出不
同于一般民俗活动的节奏感和时间感。
宋元的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和宗教节日（如东岳圣帝诞辰、灌口二郎
神生日、崔府君生辰）以及各地的神祇庙会等。 官方和民间都在重要的节日举行隆重的庆典，并伴
随着丰富多彩的伎艺表演。 上元灯节的巡游队伍中有戏曲和歌舞表演，据《梦粱录·元宵》载:“舞队
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吴自牧，3），《武林旧事·元夕》亦载有“诸舞
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周密，41） 宋孟元老的《东京梦
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队戏的记载。 元代队戏不
及唐宋繁盛，但仍有一定规模，《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条记载元代每年正月十五日“兴和署掌妓
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首尾排列三十余里。 都城士女，闾阎聚观”（宋濂，505-506）。 在城市经
济发展和市民阶层壮大的背景下， 节日庆典也伴随着更多符合市民文化需求的娱乐活动。 如元宵
时，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教坊钧容直，露一弟子更互杂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
种》卷 6，35） 真武会及东岳生辰庙会，“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周密，49）。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
宋元节日文化与元杂剧孙悟空形象的塑造 97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3 期（总 203 期）戏 剧 艺 术
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孟元老，《中元节》） 春秋赛戏，各地皆然。 南宋陆
游有《社日》诗云：“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陆游，734），描绘了社日杂剧表演的狂欢景
象。 在福建漳州等地，秋获后，逐家聚敛钱物，请优伶作戏。 “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
以广会观者。 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陈淳）
丰富的节庆活动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具有全民参与的特
点，百姓踊跃参与，沉溺其中，呈现出一种“狂欢”氛围。 日常生活充满约束和压力，生活的重负在节
日时间中被短暂地搁置，一定程度上容许个人自我放纵、尽可能不受约束地放松身心，所谓“一国之
人皆若狂”。 人们在岁时节日中得以寄情于公共的娱乐活动， 将自我隐匿、 融入集体的欢乐中，其
中，节日巡游和滑稽的表演最能表现节日文化“狂欢”性质。
节日巡游的队伍由百戏伎艺、歌队、舞队以及戏曲表演组成，绵延的歌舞队伍加上杂耍百戏走
街串巷，成为一种“富有意味”的表演形式。 1980 年代在山西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
调》记载队戏《五关斩将》以滑稽幽默来吸引民众，其中扮演关羽的演员沿途可以与观众嬉戏打逗，
也可以随意抓吃路边摊贩的食物。 《关圣斩华雄》中，关公追赶华雄，吸引观众一路上跟随追打，华
雄逃跑途中同样会向沿路小贩索要食物，而被索食的小贩由此也能辟邪祛灾，生意兴隆。 同录于
《礼节传簿》的宋金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人物亦有一百五十余人，有形的舞台自是无法容纳，只能将
固定的舞台扩大到街市巷道，让人们参与到演剧的狂欢中，人与神、现实和虚拟、表演和生活的界限
都被打破，使得生活幻化为一种超现实的表现空间，充满了超越日常的狂欢气息。
在节日巡游表演中，领头的都是些引人发笑的诙谐角色，也就是俗称的“丑”。 “丑”在中国传统
的节日文化中普遍存在，多扮演诙谐的角色参与到节庆活动中，以滑稽的造型和夸张的表演来吸引
观众。 《武林旧事》就曾指出巡游舞队中的滑稽表演，“其品甚夥，不可悉数……以资一笑者尤多
也”。（周密，44） 山西绛县南范庄金墓出土的社火雕砖展现了金元时代民间节日社会的情景。 雕砖
砌于墓室东西两壁，东壁有九块砖，分别雕有九个由儿童扮演的表演者，敲锣、打鼓、吹笛、捧笙，其
中有一人扮作妇人，右手置于脸前，左手甩袖，扭捏作势。 每人都“曲膝扭肢作舞姿”，“舞姿都十分
夸张，故作丑态，恰与人物的诙谐化妆相契合，达到滑稽调笑的效果”。（廖奔，90） 其中还有一些双
人舞假扮妇人雕砖，或为《武林旧事》中所谓“乔宅眷”“乔亲事”“乔师娘”一类节目，假扮作妇女扭捏
作态的样子以逗乐。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后世节日社火中常见的舞狮表现，同样以滑稽姿态取乐。
近世安徽泾县赛会舞狮继承了久远的诙谐传统，“红海公、白海公系弄狮子者，一红面，一白面，均满
身红衣作种种不伦不类的怪剧，以引观众之发笑”。（胡朴安，279） 这些“丑”角以扮丑搞怪来吸引观
众，制造笑闹、诙谐的节日气氛，在欢笑中释放了人们内心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困怠。
欢腾的节日和戏曲表演紧密相联，它们都容许群体在特定时空下释放身心，投入另一种生命时
空的装扮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节日文化精神与戏曲精神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客观上，演戏、看戏
更是节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许多节日活动就有西游故事的演出。 20 世纪 80 年代在山西
发现了用于民间赛社典仪的《礼节传簿》，记载了队戏、舞队、哑队戏等不同类型的取经故事，其中的
正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被认为是“宋元时期的作品”，甚至极有可能是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
龄）的祖本①，可见民间节日自宋元时期就有搬演西游戏的传统，而且出于节日祭祀的需要，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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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传播是稳定而繁盛的。 西游故事早已成为节日文化的构成部分，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从节日
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西游记杂剧》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西游记杂剧》通篇都充满诙谐滑稽的气息，降妖伏魔的神幻故事本身就天马行空，
与天兵天将和妖魔鬼怪的对抗又一波三折，融汇了民间故事的机智桥段，别有一番热闹景象。 不仅
人物对话充满民间玩笑，还在六本二十四出的超大规模中，旁逸出诙谐幽默的《村姑演说》——借一
个胖村姑之口，煞有介事地介绍唐僧出发时万人送行，作院本傀儡戏的盛大场面。 问答之间，村姑
揶揄装傻，老张自作聪明，逗笑之余充满生活气息，也折射出民间视角对“大人物”“大事件”的独特
感受，堪称神来之笔，也是借剧作对民间庆典的模拟。 在整体的诙谐氛围下，主人公孙悟空的性格
也尤为鲜明，具有民间节日文化中制造笑料的“丑”的特点：无论面对怎样的凶险，都是无事开心，玩
笑处之。 天兵围剿花果山，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上树化作个焦螟虫，看他鸟闹”；被压在花
果山下，也不影响他苦中做乐的心情，临了还要唱支小曲寄情金鼎国夫人；女儿国遇险，他起了凡
心，却被金箍儿勒得骨节疼痛，剧痛之下还不忘插科打诨：“疼出几般蔬菜名来，头疼得发蓬如韭菜，
面色青似蓼芽，汗毬一似酱透的茄子，鸡巴一似腌软的黄瓜。” 面对铁扇公主，他自报家门，是“大唐
三藏国师摩合罗俊徒弟孙悟空”，一个自夸的“俊”烘托出孙悟空洋洋自得的可爱形象。 当众人修成
正果搬经卷时，悟空却凭白杜撰出一个《馒头粉汤经》，让人忍俊不禁。 游戏之余，悟空的诙谐滑稽
包含了很多性暗示和性玩笑， 这在之前和之后的西游作品中都少见到。 如孙悟空强抢了金鼎国女
子为妻，在女儿国动了凡心却受制于金箍儿，找铁扇公主借宝前先打听“有丈夫没丈夫”“肯招我做
女婿么”，面见时又说混话，要和她“凑成一对妖精”，引得对方大怒。 这些性玩笑和性暗示看似粗
俗，但如果我们将之置于民间节日文化的狂欢背景下，就会发现与“丑”的狂欢体验有着密切关系。
节日中性的限制被打破，《梦粱录》载元宵期间“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吴自牧，
3） 节日狂欢不仅容许人们寄开心于丑，也允许人们扮“丑”，在“面具”之下游戏欢乐，讲粗鄙的话并
且自得其乐，从而从平时的礼仪和规矩中摆脱出来，极大地享受个体自由。
宋元杂剧在节日庆典和社火庙会中备受欢迎。 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志》即言: “内而京师，外而
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 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夏庭芝，7） 杂剧的主要特征是由副末、副
净以滑稽的姿势、滑稽的口才，表演一段短小的故事，以取乐观众。 《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云：
“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 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
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 ……大抵全以故事，务在
滑稽。”（吴自牧，190） 副净的职能是发乔、装呆弄痴，副末的职能是嘲弄、戏耍，二者之间构成了发
乔与打诨的固定逗笑模式。 换句话说，在诙谐性产生的过程中，势必要有一个角色（通常是副净）首
先矮化自己，做出可供惩罚、调笑、讥讽的姿态，由此构成诙谐性的第一层面；而后由一个貌似高于
他的角色做出裁判或惩罚（如副末），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助道具“嗑瓜”来敲打②，强化喜剧效果。
二人“戏弄”模式在宋杂剧时已形成固定的人物关系结构，并在宋元南戏、杂剧中都得到了发展。 在
杨景贤的杂剧中，孙、朱关系就已初现二人戏弄模式的雏形，杂剧第十五出《导女还斐》讲述孙悟空
降服猪八戒的故事，八戒被悟空以斐小姐之名诱骗到斐家，好色嘴脸暴露出来，悟空立刻显出原型，
追打并将其拿下。 与降服其他妖怪不同的是，八戒归顺的故事充满着喜剧性的暴露和戏弄，二人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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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关系已构成发乔与打诨的关系。 八戒脱胎于元杂剧中的副净，以装呆弄痴为能事，处于被嘲弄的
地位，悟空则是副末角的准确翻版，敲打、揭穿副净色，二者活灵活现，配合得天衣无缝。 后来的世
德堂本《西游记》通篇浸渍着诙谐意味，诙谐的主源来自于贯穿全书始终的八戒与悟空的“游戏”。
悟空作为取经队伍中当然的强势力量，在同一等级（徒弟）当中，偏偏只对八戒“情有独钟”，两人你
来我往，互不相让，二者关系在作弄与被作弄中显得异常稳固和突出，而这样一种喜剧角色的安排
和刻画，显然又不会是凭空而来，或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它与取经故事在宋元之际所经历的戏曲化
的过程是分不开的。
二、 反叛性：节日文化的深层意涵
岁时节仪在遵规守矩、制度森严的日常生活中劈开了一个逾越礼俗的特殊时空，纵情欢乐，发
泄人性之本能，节日期间的一切活动都是反礼法、反常规、反权威、反神圣的，与现实日常生活形成
两级反差，其逾矩性非常明显突出。
首先在官方层面出现制度的短暂松弛，官民同乐。 实行宵禁的唐代，在元宵灯节之际破例允许
民间上灯，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 金吾弛禁，特许夜行。
……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刘肃，127） 节日欢庆之际百姓方才获得社会规约中难得的
例外，宋代更是取消了宵禁制度，最大程度地释放民间自我更新的生气，从而促发了市民经济、文化
的大发展。 而原先由制度保障的等级差异在节日中也被有意识地抹平， 营造出与民同乐的祥和气
氛。 宋徽宗时, 元宵的当晚, 皇帝要亲临宣德楼现场看灯，“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
（周密，40） 虽然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却也体现了象征性地打破官民对立、不平等的观念。 除了
皇权的等级感被消解，节日活动中对神也常常降格待之。 重大节日，如元宵抬神巡游，本来是对神
的崇拜、对神的谄媚，但结果却从娱神走向耍神，现今莆田民间抬神常有颠簸、旋转，拿神来开玩笑
的动作，在欢乐声中，神失去了神威，无形中被降格。
节日期间，人们的生活时空被中断，交际范围扩大，谨严的伦理规范缺位，极端的例子是节日期
间破坏基本的行为准则，导致一定范围内的无序状态，如起源于辽金时期的放偷节。 金国治盗甚
严，除论罪外，还要七倍责偿，只有正月十六日纵偷一日为戏。 《魏书·东魏孝静帝纪》记载：（天平）
四年（五三七）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③。 指的是元宵前后几天的偷窃行为是被允许的，人们偷些日
常之物以互娱取乐，从偷菜、偷灯，后来发展到偷人，被偷者在节日期间也不以为意。 《帝京景物略》
中记载，“金元时，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夷俗哉”。 以纵偷为乐，扩大到男女
私婚，这其实为女真部落原始婚俗的遗绪④，这样以破坏基本社会秩序来取乐的风俗延续到后世，清
代的广西文昌仍保有“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
人们抓紧节日轮换的短暂时刻，在个人生活的领域，暂时地不受礼法约束，尽情享受节日特有
的宽松、自由的氛围。 明张瀚《松窗梦语》在叙及杭州灯节时即云，城里“灯火相望，金鼓相闻，一时
男女塞途，竞相追逐”（张瀚，136）。 男女在礼教制约下严守本分，但在节日氛围中“竞相追逐”也无
伤大雅，冲破男女之大妨，私定终身，苟合、淫奔也不以为异。 张岱《陶庵梦忆》卷八亦云，龙山灯市
上“拾妇女鞋挂树上，如秋叶”；又云“有美妇六七人买酒”，“可四斗许，出袖中瓜果，顷刻罄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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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67）。 在礼教社会，女性必须遵守更为严苛的规则，肆意脱鞋扔于树上，外出喝酒大快朵颐都
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想象的逾规行为，但在节日氛围中，反而成为文人笔下的趣闻美谈，节日文化在
深层上修正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基本认定，容许一定限度的违反常规。
对于节日期间将神、皇帝降格，蔑视权威，冲破礼教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杨景贤感同身
受，并以极大的穿透力影响了西游杂剧的创作，这鲜明地体现在孙悟空性格的塑造上。 元杂剧首次
出现孙悟空挑战权威的经典之战“大闹天宫”，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他“曾教三界费精神”，搅得“六
合乾坤混扰，七冥北斗难分”。 天庭对于三界的意义类似于人间社会的皇权，但悟空却敢于藐视天
庭法理，偷了“玉皇殿凉浆”“老君的金丹”“王母的仙桃、仙衣”，几乎是哪个等级高就触犯哪个。 不
仅如此，悟空入佛门前还强抢民女，拉帮结派，骚扰人间。 被压在花果山下的悟空为求唐僧解救，表
面恭顺，心里想的却是“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依旧回花果山”。 这完全是一个天性顽
劣蛮横，无视等级的猴精形象，散发着之前取经故事所没有的强烈反叛性。 他肆意戏谑神佛、不服
小、反叛既成秩序，要求平等、追求自由等性格特征，在一定的文化范畴内被放大，与节日文化特定
的反常规性非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悟空的反叛总是与诙谐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共同作用在他面对更高权威时体现
出另一种意味。 杂剧第二十一出《贫婆心印》描写贫婆考问悟空《金刚经》的内容，悟空不愿承认不
懂，托说常听师父念经，自然懂得一二，接着调侃说：“你且买一百文胡饼来，我点了心呵， 慢慢和你
说经！”悟空与神佛的关系并不平等，但他却肆意挑战，用一个俗气的玩笑将严肃的佛法论辩降格为
吃喝聊天，将等级造成的严肃感淡化为俗事人情，一下扭转了悟空在更高等级的权威面前的劣势。
再看贫婆考问佛法：“你说道要点心，却是要点你那过去心也，现在心也，未来心也？”悟空回答说：
“我原有心来，屁眼宽阿掉了。” 悟空对佛法本是不通，却要装大调侃，用蛮横之语来掩盖自己不通
佛法的自卑。 看起来是被考问住了， 但客观上的效果是把佛法也一并拉入更低的水平。 以越界的
调侃来消解更高权威，只有节日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丑”才能完成，也是“丑”的诙谐性受到民间广泛
欢迎的深层机制。 中国的丑是在丑行、丑态、丑言、丑语中道出真理。 他们只有先自我扮丑，用动
作、语言自我丑化，才能肆无忌惮地笑闹人们、神佛和特权。 这种“丑”角特性，在小说《西游记》中更
进一步。 悟空明明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面对更高等级的权威时，却总将自己矮化成痞气无赖；和
神魔的对抗、斗法本应攸关生死，却常常演成了一出滑稽戏。 神佛大战之际却在佛祖五指山下撒了
一泡尿，与二郎神斗法变化以弱戏强，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悟空不顾对方的身份、地位，为所欲为
地撒泼、使坏，而且往往是身份越悬殊，他越自在，不仅不给对方面子，连自己的颜面也在所不惜。
将自己拉低的同时也将对方一同拖下神坛，使之沦为被戏弄的对象，而对方因为不愿降格以待，几
乎没有还手之力。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审丑机制——不仅在于简单地笑闹，而是深层次地根
植于诙谐感的自我生成上，这与节日文化中“丑”的角色特点异曲同工。
欢腾的节日小丑挑战权威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加冕”和“脱冕”，简单地说，就是将权威先树
立起来，再重重地将其打倒在地。 取经故事中的权威形象主要是天庭和佛家，天庭之于三界的意义
类似于皇权，在作品之初就已遭悟空挑战、羞辱，大闹天宫却无以降服，最能体现悟空的反叛性。 而
对佛家的态度则需要更深层的消解力量。 取经故事本身决定了崇佛敬佛的基调不容质疑，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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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佛家形象却不甚光辉，世俗味儿浓厚。 孙悟空要降服鬼子母未果就救助于如来，如来的方法居
然是拿下红孩儿，将之扣在法座的钵盂之下，胁迫鬼子母皈依。 全然没有慈悲为怀的佛门风范，倒
显得不择手段。 爱子心切的鬼子母不惜与诸佛对阵，但佛祖却异常粗暴地叫道：“贱人，你若皈依佛
道，我便饶了你孩儿。” 以绑架孩子的方法逼迫对方投降、皈依，佛教的神圣性荡然无存。 更有意思
的是取得真经之后，孙、猪、沙三人并未随唐僧荣归东土，而是被如来以“非人类不可再回东土”为
名，敕令修成正果，转让自己的四位弟子护送唐僧回国传教，这几乎是窃取了胜利果实。 而所谓“修
成正果”，并非得道成佛，而是圆寂。 分别之时各人各有感慨，唯有八戒发了句牢骚，“圆寂时砍下头
来, 连尾巴则卖五贯”。 自嘲之余也流露出内心不满。 取经故事理应竭尽所能塑造佛家的高大形
象，如果说入佛门取经是步入正途，弘扬普度众生的信念是给佛门“加冕”，那么如来以子挟母的手
段，直接剥夺孙、猪、沙三人的胜利果实则相当是“脱冕”，将佛家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形象重重打
倒在地。
孙悟空性格的反叛性和节日文化蔑视神权、冲击礼教与等级观念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自然
不能说孙悟空性格内涵全部来自节日文化，但说其受到节日文化熏陶、影响，吸收了节日文化的精
神而创造出来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孙悟空的反叛性和节日文化反秩序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尺度
的把握上。 节日文化突破常规的颠覆性力量，不可忽视也不可高估。 虽然在节日这一特殊时空内，
人们被容许逾越常规、打破阶层限制、混淆社会角色、以特殊的笑乐方式去享受平时没有的自由和
解放，但这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最大程度地与体制保持适度的共振。 为人们提供松弛和舒
张，却有着时空和度的限制，这其实“暗含着治国临政安民之道的秘密，和人类自反馈、自调适、自组
织的重要机能”。（萧兵，18） 孙悟空的反叛性同样表现出适度性，总是在一定范围内适度张扬。 他
的凌厉张扬多在皈依佛门前。 一旦进入取经队伍，其行为方式总体上符合常规的要求，只是偶尔稍
有出格之处，总体上受制于体制，不至于产生破坏性的力量，只在张弛之间给予人们超越常规的满
足感，这与节日文化的过渡性质也是相一致的。
三、 驱邪性：节日仪典的核心意义
孙悟空性格的第三个特点是见妖即打，英勇无畏。 他是取经队伍中主要的战斗者，承担了护卫
师傅的大部分责任。 一路上斩妖除魔，历经磨难，但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他始终冲锋在前，铲
除妖魔鬼怪。 如果将取经故事抽象化，将之视为一场仪式性的追求生命真义的典礼，那孙悟空就是
走在最前，扫除一切困难的开路先锋，其驱邪除妖功能，和节日庆典的祛邪迎福功能非常相似，甚至
可以说，孙悟空应是节日庆典中“巫”的化身。
追溯中国民间节日以及民间赛社，则不论规模大小，几乎全与酬神许愿、驱疫逼邪、祈福禳灾有
关。 古时赛祭，“以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 元代民间祈神赛社活动的频繁，以至于引
起官府的重视，《元典章》记载：“今市井之人，舍人事而不为，冒法禁而为之，又有各衙节级首领人
等，轮为社头，通同庙祝，买嘱官吏，印押公据，纠集游惰，扛抬木偶，沿街敛掠，搅扰买卖，直使户户
出钱，而后己所得赢余，朝酒暮肉，每次祈赛，每日不宁，街衢喧哄，男女混杂……”（《元典章·大元圣
政国朝典章·下册》，782），赛社之盛大，让官府都惧怕这种活动会引起聚众闹事，滋生事端。
102
我国最热闹的节日是元宵节，而其主要活动有二，一是燃灯，二是行傩。 行傩就是驱鬼、驱除一
切妖孽。 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有《鬼元宵》一剧，元宵在宋元戏文中与神鬼关系紧密，这是
较早能表明元宵与泛宗教的鬼神发生勾联的例子。 ⑤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写傩仪、傩舞性
的“诸军”所呈“百戏”：蛮牌队之后，是“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孟元老，《东京梦
华录外四种》卷七，43）。 他们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很像后世傩戏中的“开路将军”或“开山”，
在迷离恍惚的“火彩”中进退。 在《拜新月慢曲》中，“硬鬼”出场，涂脸而又“代面”，“戴面具，金睛”。
再如宋代二郎神生日，表演的百戏中有“装鬼”，由表演者爬到数十丈高的竹竿顶上“装神鬼，吐烟
火”，“甚危险骇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八，48） 节日庆典上戏剧性的歌舞表演起着驱
邪安魂的作用，可以被视为一种“戏剧化”的傩仪，而很多民间技艺表演，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
装鬼神、吐烟火等就是从傩仪中传入，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性和巫术性质。
元宵行傩驱邪的引领者是“方相氏”。 《周礼·夏官方相氏》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
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殴疫。 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
（孙诒让，2493-2495） 这是关于方相氏的最早的文献记载，除了提示方相氏的职责在于驱除疫鬼、
护卫丧葬队伍、殴逐方良（可能危害尸体）之外，也让我们了解了方相行傩的几个特点：首先，方相士
面貌丑陋且凶恶。 《周礼·方相氏》称之为“狂夫”，郑玄注用“音训”解释：“方相又如‘放相’，可畏怖
之貌。 ”只有可怖之貌才能震慑恶鬼，这与现存民间行傩使用的面具和考古发现相一致。 其次，方
相氏在傩仪活动中起领引作用 ，所谓“帅百隶”驱鬼逐疫。 方相式原为“大丧先柩”，“葬使之道
（导）”，就是引导丧礼队伍，《正义》引《周礼·大司马》注云“先犹道（导）也”，说“亦殴除凶邪之意”（孙
诒让，2493-2495）。 其重要功能就是在葬礼中走在棺柩前面，引丧、开道、先柩、殴圹，为逝者逐鬼，
因而成了死亡行列的开路先锋。 后来历代傩仪中的方相逐步演变成了开路神君，险道神的形象。
最后，方相士手执兵器，力量超群。 他在索室殴圹时总是走在最前，动作粗暴，情绪激烈。 除了武力
驱赶，傩仪的力量还在于运用各种巫术来镇压邪鬼，实现在观念世界里制伏鬼蜮的作用。
宋以后的傩仪逐步从纯粹的宗教性仪式转变为兼具娱乐功能的民俗活动，方相氏也不大以原
本的形象出现，而有种种“变形”，但保留了面丑、领引、有武器等特点。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宫
廷傩仪往往用教坊使装“将军、小妹、土地、灶神”之类，“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 10） 这些戏剧角色都是宋傩中的世俗神，但由“净”或“丑”来扮演，充当驱
鬼镇邪的角色。 再如前文所述的节日歌舞巡游中那个领头的“丑”角，他不仅仅是个娱乐角色，还担
负着驱傩仪式中“化妆打鬼”的功能。 歌舞巡游这一特殊表演与民间行傩驱疫的祈神仪式紧密相
关，是在古代驱傩赛神的民俗基础上加入了各种民间伎艺，在宋代演变为兼有娱神和娱人双重作用
的庆典仪式。 走在巡游队伍中的“丑”戴上面具，在节日和赛社的庆典中扮演开路先锋。 后世祭神
巡游也有类似角色。 福建莆仙元宵游行队伍最前边的“童子”，就是巫，他是队伍的保驾神。 宋高承
《事物纪原》卷九“嗔拳”条云：“江淮之俗，每作诸戏，必先嗔拳、笑面，有诸行戏，时常在故蜡之末。
所作之人，又多村夫，初不知其所谓也。”（高承，495） “嗔拳”，仍是狰狞可怖的相貌；“笑面”，则在丑
陋之上增添了滑稽可笑的成分。 顾朴光先生认为，“胡公头”与“戏头”，都是“民间傩队中引人发笑
的角色”。（顾朴无，176） “丑”在节日巡游仪式中的作用近似于傩仪中的方相士，只不过换了一种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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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方式。
节日文化的行傩驱邪这一本源层面上，古代驱傩仪式中的领头人方相氏（大巫）一路斩妖降魔
的护法神与孙悟空的功能是一样的。 首先是二者斩妖除魔的本领一样高强，孙悟空纵横天下，腾挪
升天的神通，在元杂剧中得到首次展现。 他一马当先，扫除妖怪，保护唐僧，类似行傩队伍中领头的
方相氏。 元杂剧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师徒四人的身世经历，虽然在“神佛降猴”中，悟空还抹不去顽劣
的野性，但一旦拜入师门，不但在降服沙僧、八戒时果断出手，之后承担起除妖驱魔的主要任务。 刘
太公之女被妖怪挟去，悟空只身入魔洞降服银额将军；悟空到了黑风山便连夜上山侦察，一块石头
把猪精打下山去；红孩儿装作迷路幼童引诱唐僧相救，被悟空一眼识破，背他的时候将他抛入深涧；
悟空遇强敌铁扇公主时，被铁扇扇飞也要迎难而上，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悟空在取
经团队中的作用就是开路先锋，扫除取经路上的一切妖魔魑魅，相比之下，同是取经弟子的八戒和
沙僧，战斗力就远远不如孙悟空。 孙悟空的保护功能在元杂剧中得到凸显，这也是这一形象的价值
所在，更是取经故事得以实现和串联的基础。 从《西游记杂剧》开始，孙悟空神通广大、斩妖除魔的
斗战神形象开始确立并广为流传。 在由戏曲向小说演进的过程中，取经故事在原生西域故事的基
础上，增加了戏曲、传说等民间故事，被扩充为八十一难连缀成篇。 虽然内容更加多变，但故事的构
成却异曲同工，都着眼于悟空如何战胜妖魔，形态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质。 其次，从精神层面看，悟
空从不退缩犹豫，保持着坚定的信心，不屈不挠地与妖魔战斗，直至最终降服对方，体现了一种英勇
无畏的力量和勇气。 这与方相氏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 “傩”字的本意是“难问、责难”，方相士以凶
恶的形象直面邪鬼，从不畏惧，驱鬼而不是避鬼，这体现了早期人类在观念世界中制服妖邪鬼蜮的
勇气，也表现了人们希望控制现实、主宰命运的强烈自信。 无畏妖魔的开路先锋形象沉淀在节日文
化中，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深刻影响了浸润其中的人们，成为一种泛化却深远的文化影响。 如果说节
日庆典中的隐伏的傩文化在广义上影响了杂剧中悟空形象的形成，那么悟空斗战神的形象就可以
被视为驱傩仪典中辟邪功能的艺术载体，承载了驱傩仪典中辟邪的观念和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
从悟空的“神通”中看到驱傩除疫的巫术性质。 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开始，玄奘西域取经
故事就被蒙上神秘和玄幻的超自然色彩，发展到杂剧已经形成一个神魔系统，各自神通的较量其实
就是巫术的较量。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透一切、七十二变、上天入地入海，都有原始巫术特征。 发
展到小说最为著名的巫术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唐僧肉不仅是肉体的一部分，而且作为
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物质，被妖怪们视为可以借助抵达不死彼岸的媒介，这其中就包含了原始巫术
的基本内容。 而悟空智斗金角、银角大王的故事体现了原始巫术对名字的护卫。 原始巫术中重视
身体要素，连名字也被视为身体，名字成了一个人本体的一部分，失去了名字或是名字被人污损，也
意味着身体受到伤害。
如果说从形象特质的角度分析节日的傩仪表演对孙悟空形象塑造的影响还属于广义的 “文化
心理影响”的话，那么节日庆典中的其他具有驱邪酬神性质的戏曲，对西游戏的影响则是直接而重
要的。 有研究者就指出目连戏与西游戏存在着横向影响的可能， 前者即为典型的节庆祭神戏剧。
目连戏与西游戏都依附于一种节日或民间庆典，参加巡游或其他宗教仪式，作为宗教剧都包含戏
剧、杂耍、歌舞等表演形态，很多地方都还将西游戏纳入目连戏的演出体系中。 更重要的是，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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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是民间赛社或行傩祭祀的表演节目。 前文提及了用于祭赛仪式的《礼节传簿》载有不同类型
的取经故事，可见在文人创作之余，这类故事早已以民间行傩、祭祀的形式广为流传。 无独有偶，
近年来在江淮一带发现了不少用于行傩的“神书”⑥，其中在讲述唐太宗时期故事的“唐忏”中也有
《唐僧取经》故事，特别珍贵的是，其收纳于民间祭祀行傩的仪式用书用作了傩歌。 出于宗教祭祀的
神圣性和严肃性，使用者不敢随意改动古代流传下来的傩歌内容，使得很多与小说内容不一致的民
间传说得以在傩歌中保留下来。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在小说诞生之前江淮民间所流传的取经故事，
也足见这一故事系统与傩仪式的密切关系。 我国戏曲中的孙悟空戏和小说《西游记》都以取经为题
材，但小说的阅读体验自是天马行空的热闹、好玩，而观看西游戏则让人充满敬畏感和神秘感，这与
戏曲在节日的敬神、驱邪活动紧密联系。 深植于节日活动的傩文化本身所具备的驱疫、纳吉的性质
始终隐伏在戏曲表演中，没有走出民俗和宗教仪式的范畴，这也是最终构成孙悟空形象特质的
基础。
节日是全民节日，集体性和传统性是其显著特征，它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在相对封闭的
中古文化环境下，杨景贤置身其中，不可能不参与，也不能不受熏陶，他所形成的节日感受与节日文
化的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 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我们发现，其性格特点与民间节日文化感受世
界的方式非常类似，特别是“丑”在节日文化中体现出的诙谐性、逾矩性以及宗教感深刻地影响并塑
造着孙悟空的性格，使之从一个平面的护法者形象成长为具有丰富性格特点和艺术气质的独特个
体，在蓬勃的元代杂剧表演中脱颖而出，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 从元杂剧开始，无论取经
故事如何纷纭递变，孙悟空的形象塑造都延续了杂剧所确立的形象特点，在其构建的框架内日渐丰
富。 可以说，元杂剧一举奠定了孙悟空人物形象的基础，间接地也影响了整个取经故事的氛围和思
想意趣，这些都凝聚着宋元节日文化丰富深厚的思想滋养和艺术力量。
注解【Notes】
① 参见黄竹三，《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中华戏曲》第 3 辑，第 137
页；张之中，《队戏、院本与杂剧的兴起》，《中华戏曲》第 3 辑，第 157 页；窦楷，《试论“哑队戏”》，《中华戏曲》
第 3 辑，第 176-177 页。
② 《青楼集志》和《南村辍耕录》中都云，“末可扑净”，“末可打副净”。
③ 参见姚思廉撰，《魏书·东魏孝静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88 页。
④ 参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89 页。
⑤ 参见陈建华，郑培凯，《元宵演剧与戏曲文化的传播》，《民族艺术》，2014 年第 2 期，第 114-121 页。
⑥ 据朱恒夫研究，“神书”分为四个部分：一、各种法事中所唱咏的咒文；二、叙述神的生平经历和得道成神故事
的“小忏”；三、讲述唐太宗时期故事的“唐忏”；四、其他说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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